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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据中华民国侨务部门 1935年的统计 , 当时旅居欧洲的华侨近 4万人。然而 , 时至

30年代末 , 当战争乌云在欧洲大陆上滚滚翻卷之际 , 上万欧洲华侨为免遭战祸 , 匆匆回国。因

各种原因而留居欧洲的华侨 , 与欧洲人民一起在漫天战火中度过了六年的艰难时光。本文追溯

旅欧华侨在二次大战期间艰苦而顽强的求生历程 , 并展示旅欧华侨与欧洲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

而留下的一页鲜为人知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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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ROC

in 1935 ,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Chinese who were making their living in Europe at that time

was near forty thousand. When the war was approaching in Europe , more than ten thousand

Chinese rushed back to their hometown. Those Chinese who stayed in Europe had shared their

hardship with the European people for as long as six years. This article has outlined the Chi2
nese immigrants’experienc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oreover , a study has been made

on how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ought against the Fascists together with Europe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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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逃离战乱

据中华民国侨务部门 1935年的统计 , 当时旅居欧洲的华侨约有 3万 8千多人。[1 ]当战争

乌云在欧洲大陆上滚滚翻卷之际 , 生活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华侨 , 为免遭战祸 , 赶紧收拾行

装 , 匆匆回国。

94



1939年年初 , 浙江瑞安白门乡共有 99人在欧洲谋生 , 到同年 9月大战爆发时 , 已有 44

人仓促离开欧洲返回家乡。由于白门人移居欧洲的高峰期是在 1934到 1936年之间 , 因此 ,

大战爆发前 , 他们大多才到欧洲三、五年 , 仍处于艰难的立足阶段 , 多数人仍然两手空空 ,

身无余钱 , 有位叫曹顺昌的村民 , 出国时借了 600银元当路费上路 , 回国时连还债的钱都还

没能挣够。在匆匆回国的白门人中 , 除两人带了钱回乡买地买屋之外 , 其它人带回的只是一

个破碎了的“欧洲梦”。[2 ]当战火燃起之后 , 留居欧洲的 44名白门人中 , 有 2人不幸死于战

乱 , 24人因求生太过艰难 , 不得已在大战期间又陆续回国。[3 ]同期前往欧洲的浙江温州丽岙

人 , 情形也与白门人相似。30 年代中期前后抵达法、荷、意三国的 302 名丽岙人中 , 到

1940年 5月 , 已减少到 67人 , 其中旅居法国的丽岙人由战前的 281人减少至 52人 , 旅居意

大利者由战前的 11人减少至 3人。[4 ]大批华侨落魄归乡 , 是整个 40年代“出国潮”在上述

地区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 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 , 德国华侨较早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沉重压力 , 尤其

是潜在的战争威胁。1935年时 , 德国纳粹政府曾经颁布过一项以“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

誉”为前提的婚姻法 , 规定德国人不得与有色人种结婚。1938年 , 该项婚姻法正式适用于

旅居德国的中国人。有些受“种族优越论”迷惑的德国人 , 到德国秘密警察处报告他们所知

道的中德同居者。秘密警察一接到此类报案 , 立刻严厉进行查处 : 德国妇女一方将被劝告离

开其中国伴侣 , 而中国人一方则可能因此遭到关押入监或送入集中营的严厉惩罚。[5 ]一些好

端端的中德家庭因此被强行拆散 , 有些中德夫妻因此不得不赶紧逃离德国 , 例如 , 当时已在

德国建立了家庭的中国进步人士王炳南就只能选择与其德国妻子一起匆匆离开德国。[6 ]德国

入侵波兰后 , 1939年 12月 , 二百多名不愿继续为德国法西斯工作的华侨海员集体辞职 , 乘

意大利邮船经新加坡回国。次年 2月 , 又有 420人离德返国。大战期间 , 先后离开德国返回

中国的海员、难侨及学生共 777人 , 这是旅居德国的华侨对德国法西斯的无声抗议。[7 ]

二　艰难谋生

在纳粹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 , 侨居德国的华侨进步人士也受到严厉的监视甚至公开的迫

害。与德国共产党有过公开交往的中国女共产党人胡兰畦被投入了纳粹的监狱 , 另一位中国

人程远也被德国法西斯认定犯有“危害国家的言行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被驱逐出境。[8 ]

1940年 6月法国沦陷后 , 曾积极领导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并与当地反法西斯运动领导人

关系密切的王海镜、雷子声等人 , 相继被德军逮捕关入集中营 , 从此杳无音信。荷兰抗日救

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志南 , 在荷兰沦陷后仍秘密协助反法西斯战士工作 , 于 1942年

不幸被捕入狱 , 失去自由一年多 , 出狱时已病魔缠身 , 不久就去世了。

大战前在柏林有一家十分著名的中餐馆“南京饭店”, 老板是一位广东籍华侨 , 在德国

发动侵略战争后 , 这位老板因为反对法西斯的倒行逆施 , 被害遇难。[9 ] 1944年 5月 13日 , 德

国纳粹盖世太保借口华侨从事间谍活动 , 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到汉堡和不来梅华侨聚居区搜捕

华侨 , 在汉堡逮捕华侨 128人 , 在不来梅逮捕华侨近 40人。纳粹当局将这 160多名华侨强

制押送到富斯布特区 (Fuhlsbüttel) 集中营内强迫服劳役。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熬到 1945年

英军占领汉堡 , 才获得释放。[10 ]

连天的战火 , 使许多华侨死于非命。德国入侵波兰时 , 浙江青田籍华侨王岩波亲眼看见

自己的同乡周罗、尹保林、徐显贵等七人被德国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 , 他本人藏身于地道

内 , 方幸免于难。[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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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 , 还有许多华侨被德军抓去当苦力 , 修工事 , 筑炮台 , 运弹药 , 受尽磨难。浙

江文成籍华侨胡昭卿 1931 年去意大利 , 一直在意大利的小城市靠当小贩谋生。1939 年 10

月 , 胡昭卿在街上卖货时突然被意大利警察抓住 , 不由分说立刻被押送到附近的山上修工

事。到了山上 , 他发现已经有好些华侨被抓到那里当苦力了。后来 , 他们几个人设法将身边

余留的货物贿赂看守的警察 , 逃出了“警戒区”。1943年 4、5月间 , 胡昭卿在米兰卖货时 ,

和胡子荣、胡玉卿、张福春等同乡一道 , 又被抓去做苦力 , 修工事。好在他们几人相互帮

忙 , 以身患传染病为由 , 骗过了看守的警察 , 逃出了虎口。[12 ]

浙江籍老华侨 , 如胡克林、潘元禄、麻国昌等人 , 在回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经历时 , 也谈到自己曾经被迫去为法西斯占领军当苦力 , 九死一生。胡克林记得 , 德国占领

荷兰后 , 食品越来越紧张 , 饿得没办法 , 听说去德国人的工地当苦力可以填饱肚子 , 他就去

了法国西部的一个德国军事基地当苦力 , 前后近一年 , 虽然拣了一条命 , 但已瘦得皮包骨

头。[13 ]潘元禄是 1937年去法国的 , 1940年法国沦陷后 , 潘元禄和十多位浙江同乡一起被迫

到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为德军当苦力。由于正是两军对阵时期 , 盟军的飞机不知什么时侯就

会飞来轰炸德军的军事目标 , 他们天天冒着炮火硝烟干活 , 担惊受怕 , 朝不保夕。[14 ]

大战爆发之际 , 欧洲一些华侨仍然选择留居当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 他们历经多年辛劳

后 , 刚刚在欧洲的土地上多少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 舍不得弃之不顾。然而 , 他们中许多人的

家业 , 或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 或被法西斯占领军全部没收。前文提及的那位波兰华侨王岩

波 , 虽然从德军的轰炸中死里逃生 , 可是 , 他从 1932年起苦心经营多年的副食品商店却被

法西斯占领军没收了 , 多年积蓄付诸东流。

浙江温州籍华侨任岩松 , 1933年到法国。1939年春 , 他拿出自己多年辛苦积蓄的一点

钱 , 与同乡潘方顺 , 还有一位犹太人三人合股在巴黎二十区开设一家小五金厂 , 由于产品适

销对路 , 获利颇丰 , 其雇佣工人很快就增加到三十余人。可是 , 正当三位股东筹划着进一步

拓展业务时 , 战争爆发了 , 先是由于社会混乱 , 人心惶惶 , 产品严重滞销 , 接着 , 德国占领

法国 , 五金厂被德国占领军没收。任岩松等人顿时一贫如洗 , 身无分文。不得已 , 他们只能

再度走上街头 , 靠沿街叫卖为生。[15 ]

1939年大战爆发前 , 浙江丽岙华侨在法国巴黎、里昂、马赛等地共开了三家百货店和

三家皮革工场 , 其中 , 由张岩林、张朝光、林岩甫等人合伙在马赛开设的一家百货批发店经

营货物已达数百种 , 由宋银者等人在巴黎开办的皮革工场因生意逐步兴隆 , 开始雇佣工人帮

忙。可是 , 由于大战爆发 , 这些商店、工场相继倒闭 , 刚刚起步的事业全部破产。[16 ]

前后长达五年的战争 , 造成欧洲食物严重短缺 , 老华侨们说起当年求生的艰难 , 还记忆

犹新。有位老华侨在回忆中写道 : 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后 ,“所有财物及粮食给法西斯强盗

抢劫一空 , 汽车不用讲 , 连旧的足踏车都拿去了。城市居民没有粮食吃 ⋯⋯1943年起 , 粮

食贵到不得了 , 一包香烟荷币十五元 , 一斤洋芋二、三十元 , 一条面包五、六十元 , 一斤小

麦六、七十元 , 一包牛油二十五元 , 最后有钱人家一条面包贵到一百五十元买来吃⋯⋯德军

侵占最后一年里 , 全荷兰贫民饿死很多”。[17 ]

据一位法国沦陷之初仍在里昂“中法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忆 : 德国法西斯侵占法

国之后 , 责令法国傀儡政府为德国占领军提供给养 , 因此 , 大部分食用物品都被德军征去 ,

法国全国饥馑 , 民不聊生。外国穷学生的情况更为艰苦 , 由于数年长期挨饿 , 营养严重不

足 , 有的学生年纪轻轻牙齿就脱落了 , 有的整日头昏眼花 , 根本无法坚持正常学习。1942

年 11月 11日 , 德军占领里昂“自由区”, 位于该区内的“中法大学”的中国学生被限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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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内离校 , 顿时流离失所。[18 ]

在德军对英“空中闪电战”的地毯式狂轰烂炸中 , 英国主要城市均遭受严重破坏 , 利物

浦和伦敦唐人街处处断壁残垣 , 英国华侨的财产、住房等损失惨重。1940年秋 , 在日夜不

停的防空警报中 , 伦敦“中国餐馆大东楼听说还逞强开着 , 中国水手公寓的人也没移动 , 但

华侨洗衣坊却大多关了门 , 至少 12个华侨已葬身在这场闪电战中了”。[19 ]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 , 欧洲华侨以顽强的毅力 , 千方百计谋求生存。荷兰华侨在荷兰沦

陷后组织的“华侨互助会”是为华侨互助互帮 , 共度难关的例证之一。荷兰沦陷之后 , 曾经

活跃多时的“荷兰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被迫停止活动。为了使留居荷兰的侨胞能够继续保

持联络 , 共度难关 , 依据当时中华民国驻荷兰使馆公使撤离荷兰前所提建议 , 抗日救国会的

一批骨干成员决定成立“华侨互助会”。互助会的新会所设在抗日侨领张振英开在海牙的

“华胜洗衣馆”内。鉴于荷兰华侨以广东人、浙江人为两大主要地缘群体 , 因此 , 互助会选

举张振英为广东人代表、陈彬为浙江人代表 , 共同担任该会主要负责人。互助会成立后 , 常

有华侨上门求助 , 因此 , 曾经担任过荷兰华侨会馆荷文秘书、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华裔冯尧

阶 , 和另一位也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华裔知识分子陈善谟一起 , 主动担任志愿人员 , 为大家

服务。为慎重起见 , 互助会还聘请了一位法律顾问 , 即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华裔法学博士施锡

仰 (西文名 Sie Joen Kan) 。他们不畏艰险 , 为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而四处奔走 , 做了不少好

事 , 其中最受称道的当数如下两桩 : 一是代表当地华侨向德国占领当局提出给华侨配给大米

的要求并获得批准 , 二是据理力争使得 65岁以上的华侨老人得以免除繁重的劳役。然而 ,

由于好些华侨常在互助会进进出出 , 渐渐引起了德国占领军的注意。1943年初的一天 , 互

助会的法律顾问施律师正在该会处理会务时 , 突然闯进一群德军 , 将施律师强行逮捕 , 并搜

查会所 , 查抄了所有文件及私人财物 , 同时宣布禁止互助会的一切活动。

由于战争隔断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正常联系 , 许多留居欧洲的华侨与家乡亲人断绝联系

长达四、五年。有些华侨在无望之际 , 曾向瑞士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发去“探询敌后方亲属状

况”的请求书。[20 ]大战结束之后 , 一些人发现战乱已使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亲人 , 他

们因此而在心理上所受的创伤 , 终生难以平复。

一位老华侨的女儿曾对笔者谈过她父亲在大战期间的遭遇。她的父亲是在 1934年离开

家乡到欧洲谋生的 , 当时 , 女儿只有三个月。离家时 , 他告诉妻子 , 只要赚到钱就回家 , 希

望妻子好好养育孩子 , 照顾父母。初到欧洲时 , 父亲时不时地会寄钱回家接济家中生活。但

是 , 1940年后 , 家中就得不到父亲的消息了 , 母亲忧虑成疾 , 不久即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

可是 , 远在欧洲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直到 1956年 , 父亲设法与家里重新联系上后才得知

母亲去世的消息 , 他非常伤心。尤其在他的晚年 , 他常对女儿说 :“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

是你的母亲。”

另一位荷兰老华侨陈先生 , 原籍中国福州 , 1939年离开家乡 , 辗转多处 , 战后才在荷

兰定居下来 , 待他好不容易与老家重新建立联系时 , 才得知全家包括妻子女儿等 11人 , 已

在日寇轰炸福州时全部遇难。当他在 1987年对笔者说起这段伤心的往事时 , 仍然痛心不已 ,

他说道 :“如果我不出国的话 , 他们肯定不会遭难 , 我知道哪里可以躲炸弹 , 我会帮他们找

到安全的地方⋯⋯我这一生的事业一直不顺 , 全是报应啊”。从他的言谈中 , 谁都能感受到

他心灵上沉重的负疚感。

在战乱中 , 出于求生的本能以及身为移民而表现出的特殊的适应能力。当最初的战火过

去之后 , 部分华侨渐渐地在被侵略军破坏了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经济机会 , 并尝试能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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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客观环境的创业可能。战争改变了欧洲原有的经济结构 , 这在一定程度上 , 也给善于见缝

插针的欧洲华侨以新的机会。

在法国 , 本来做皮革生意的主要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由于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大肆迫害

犹太人 , 皮革业受到严重摧残。这时 , 一些旅居法国的中国人开始进入这一行业。例如 , 前

文提及的潘元禄 , 离开德军的军事基地后 , 于 1940年初辗转到了巴黎 , 经介绍进了同乡潘

可寿的皮革工场做工。由于当时市场上民用小工业品紧缺 , 这家工场生产的小皮夹、小皮包

等价廉物美 , 获利颇丰。半年后 , 掌握了制作技术的潘元禄与人合股 , 另开了一家小皮革工

场 , 产品的销路也相当不错。1943年 4月 , 潘元禄从两人合股的皮革工场中分出 , 再单独

开设一家新的皮革工场。他从采购原料到设计加工 , 处处精打细算 , 每天工作 16 - 17小时 ,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时 , 他的工场已初具规模。[21 ]

前文提及的胡克林在大战后期的经历 , 也是欧洲华侨在艰难环境中仍努力谋求发展的又

一例证。1943年初 , 胡克林在法国北部的德军军事基地已干了一年活 , 实在熬不下去了 ,

无奈中 , 决定回到曾经生活过多年的荷兰另谋生路。胡克林回到荷兰后 , 找到温州同乡薛大

贵 , 从后者那里 , 他得知由于德国法西斯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 造成市场上服装等消费品奇

缺 , 薛大贵正在做服装买卖 , 生意还不错。胡克林于是就给薛大贵当上了帮手。经过一段时

间胡克林发现 , 由于社会动荡 , 物价飞涨 , 市民普遍对货币失去信任感 , 反而对以货易货的

交换方式感兴趣。于是 , 胡克林看准机会 , 在一地以布匹换小麦 , 再将小麦运到另一地去换

布匹 , 生活状况比起当苦力的日子 , 大为改观 , 并从中学到了不少经商的常识。胡克林后来

认为 , 自己在战后能开餐馆 , 做生意 , 赚大钱 , 最早的基础就是在那几年打下的。[22 ]

二次大战期间仍然留居法国的丽岙华侨 , 在时局相对稳定后 , 又纷纷做起小贩生意。由

于战争对不少城市的商业区造成严重破坏 , 集市小贩就成了居民生活的必要补充。当时法国

的中小城镇都有固定的集市 , 时间不一 , 这就为华侨小贩们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 他们带上货

物 , 哪里有集市就赶往哪里 , 有些人渐渐有所积蓄。在此期间 , 丽岙华侨还在巴黎各区先后

开办了六家皮革工场、一家丝巾批发商店。郑则贤等人于 1940年 10月在巴黎开办了一家皮

革工场 , 可是不到半年就因皮源缺乏倒闭了 , 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气馁 , 一年后的 1941年 7

月 , 他们又再度办起了一家新皮革工场并获得成功。

大战期间 , 在华侨中也出现了一些败类 , 他们或卖身投靠法西斯 , 或靠从事黑市生意发

不义之财。荷兰的王一之即为其中之一。王一之于 1934年到中国驻阿姆斯特丹领事馆任职 ,

1935年被解聘后 , 留居荷兰 , 成为侨民。荷兰沦陷后 , 王一之卖身投靠占领当局。1943年 ,

王一之竟宣称自己是当时中国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代表 , 威胁荷兰华侨必须对其俯首听命。王

一之声称他能够帮助华侨办理外出贩货所需的通行证 , 有办法代华侨申请减免劳役 , 还能代

华侨申请得到保留收音机及交通工具的特许 , 他不仅以此为诱饵大肆向侨胞搜括钱财 , 而且

借此拉拢一部分侨胞打击另一部分反对汪伪政权的侨胞。前文提及的“华侨互助会”被搜

查、律师施锡仰被逮捕事件 , 据说就是因为王一之到德国占领当局那里告黑状的结果。二战

结束后 , 在清查战犯、惩治卖国贼时 , 王一之被捕入狱 ,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外 , 在大战期间 , 也有些华侨先是为生存需求铤而走险走私贩私 , 继而利欲熏心 , 靠

从事非法生意大发不义之财。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 , 有的华侨利用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似的

外貌 , 冒充德国的盟友日本人 , 骗取德国占领军的信任 , 或直接参与走私军火、毒品而暴

富 , 或来回穿梭于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边境 , 长途贩运各种战时紧缺物资以牟取暴利。必

须指出的是 , 发了战争财的华侨只是极少数 , 一些西方学者抓住这些事例 , 认为欧洲华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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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没有受到什么磨难 , 生活比当地人好 , 显然是以偏概全。

三　与欧洲人民并肩反抗法西斯

1936年 7月 , 独裁者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 , 发动了反对西班牙共

和政府的叛乱。各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为协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反击德、意干涉军和西班牙

叛军 , 组织了“国际纵队”, 于 1936年 10月正式赴西班牙参战。1937年 10月 15日 , 为深

入战地总结西班牙人民阵线运动经验 , 同时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 , 全欧

抗联组织了“赴西参观团”。该代表团在西班牙两周 , 先后访问了瓦伦西亚 (Valencia) 、马

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组织。全欧抗联的这一举动 , 表现了中国人民与欧洲

人民团结与共的国际主义精神 , 并鼓舞了一些欧洲华侨加入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1939年 3

月 , 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 , 部分中国人被关入监狱 , 有些随西班牙战友一起逃往位于法国

南部的难民营 , 也有一些人回到中国参加抗击日寇的斗争。[23 ]

当德意法西斯将战火燃烧到欧洲大陆后 , 法国华侨有 400多人主动参加到法国人民战时

服务的行列。[24 ]在法国沦陷后 , 一些华侨仍然勇敢地与当地人民一起为反法西斯而战。旅法

老华侨周亭和钱直向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

周亭是浙江省文成县人 , 1934年时 , 躲在从上海出发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底仓 , 历经半

个多月的漂泊 , 到了意大利 , 后又于 1936年到了法国巴黎 , 当过一段时间的泥瓦匠 , 后来

又当街头小贩。法国沦陷后 , 周亭学着其他同乡的样子 , 也在家中开起了一家小皮革作坊 ,

自制自卖皮带和皮革小钱包等。周亭的邻居是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 , 周亭敬佩他们 , 与他们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亭的家也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交通站。为了掩人耳目 , 周亭与时常前

来联络的法国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装扮成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1944年 , 周亭的小作坊

开始引起了德国占领军的注意。一天 , 德军以德国法西斯驻巴黎广播电台的头号人物被暗杀

为借口 , 进行全城大搜捕。一听到这个消息 , 周亭立即赶去给反法西斯的法国朋友报信 , 他

不顾个人安危 , 仍按原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去等侯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 , 并告诉她形势有

变 , 不要再到他的住处去。可是 , 日依尼也特为了不连累周亭 , 执意同周亭一起到了他的住

处 , 迅速销毁了她藏在那里的文件 , 并取走了存放在那里的手枪和手榴弹。日依尼也特刚离

开没多久 , 德国鬼子就冲进周亭的住处大肆搜查 , 但没能找到什么可以栽赃于周亭的东西 ,

只得怏怏离去。可是 , 一个月后 , 德国鬼子又发动了一次大搜捕 , 这次 , 他们不由分说就将

周亭押上刑车。法西斯分子企图从周亭嘴里了解反法西斯人员的行踪 , 但遭到周亭的严词拒

绝。连续十多天的严刑逼供 , 周亭的肋骨被打断了 , 遍体鳞伤 , 但他始终不吐一词。德国鬼

子得不到他的口供 , 就把他押送到一个集中营监禁起来。几个月的非人生活 , 周亭的体重减

轻了七公斤。可幸的是 , 当周亭在牢狱中度过第七个月时 ,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 当年共同

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法国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中国朋友 , 他们特地到周亭的住处看望他 ,

与他热情拥抱 , 为终于共同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欢呼 ![25 ]法国政府为表彰周亭的功绩 , 曾发

给他特别生活津贴 , 并向他颁发了奖状。

另一位法国华侨钱直向也曾在大战期间帮助过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钱直向 1936年去

法 , 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驻法的外交官 , 后长期旅居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后 , 当时法国的

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等组织了旨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民族阵线”。为了坚持长期抗德 ,

“民族阵线”决定将部分抗德人工捐赠的经费存入瑞士银行 , 以备日后急需。民族阵线的秘

书长找到钱直向、李石曾两位同情抗德运动的中国朋友 , 请他们设法将钱送入瑞士。钱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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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批金条、美元装在一只皮箱里 , 乘火车上路。车抵瑞士 , 一出火车站 , 就看到德军正在

一个个地搜查旅客行李 , 怎么办 ? 如果被搜出钱款 , 不仅民族阵线来之不易的钱款将遭受损

失 , 自己也有生命危险。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 , 钱直向心里一横 : 我不是中国的外交官吗 ?

我身上不是还带着外交官护照吗 ? 何不理直气壮地出站呢 ? 想到此 , 钱直向拿出护照 , 向德

军晃了一下 , 竟顺利地通过了。他赶紧去了瑞士银行 , 将钱款如数存入 , 为法国的抗德朋友

们保存了一笔可贵的资产。[26 ]

德军占领法国后 , 原法国下议院议长、著名的抗德战士艾里欧 ( Herriot) 被德军软禁在

维希 , 行动失去自由。钱直向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刘先纬冒着被德军抓住杀头的危险 , 去探

望这位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抗德战士。在寂寞、苦闷中度日的艾里欧看到两个中国青年来看望

他 , 既惊讶又兴奋 , 双方倾谈一个多小时。钱直向和刘先纬临走时 , 艾里欧将一封给当时美

国总统罗斯福的亲笔信取出 , 请两位中国青年设法代为转交。当时 , 门外有德军暗探盯哨 ,

商量再三 , 钱直向果断地决定将随身带来的手提包的夹里割开 , 将信藏在里边 , 尔后再将夹

里缝好。出门时 , 两人若无其事 , 大大方方 , 德军看守随意看了一下就放行了。两人离开维

希后 , 为了完成艾里欧的委托 , 立刻作了分工 , 刘先纬前往美国并与有关当局取得了联系 ,

钱直向则设法找到当时的法国抗德武装反映情况。美法盟军经过研究后 , 决定营救艾里欧。

不过 , 未等计划筹措完毕 , 盟军已开始全面反攻 , 艾里欧被德军押往德国本土 , 直到反法西

斯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后 , 艾里欧才重新获得自由。战后不久 , 艾里欧在法国新政府里重新当

选为下议院议长。虽然两位中国青年的营救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奏效 , 但艾里欧却没有忘

记自己身陷危难时中国朋友的见义勇为精神。后来 , 当艾里欧庆祝八十寿辰时 , 曾邀请法国

政界、军界、商界要人参加庆典 , 钱直向也接到了邀请。当艾里欧在祝寿的人群中看到钱直

向时 , 立刻拉着他的手 , 大声地向全场嘉宾说道 :“我被贝当政府软禁时 , 只有中国人来看

我 , 就是这位钱先生 !”全体贵宾报以热烈的掌声。[27 ]

当欧洲华侨陷于困境中时 , 不少人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真诚相助。1945年 10月 , 中国

记者萧乾为采访纽伦堡公审战犯的新闻 , 顺道访问战后初期的德国。途中 , 他应邀到了一位

青田商人的住处 , 见到了那位青田商人的德国房东太太 , 并听到一段感人的故事。在纳粹统

治时期 , 这位德国妇人对纳粹的残暴统治敢怒不敢言 , 但是 , 她却冒着危险、不计损失 , 保

护了自己的中国房客。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 , 那位青田商人“九年不曾搬过家 , 欠房租她也

不赶 , 纳粹秘密警察逼她逐‘外国房客’, 她也不理”, 终于使那位青田商人比较平安地度过

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当德国沦为战败国之后 , 这位德国房东太太出于人道主义的真情也得到

了回报 :“如今她的善举得了好报 , 她受到了中国国旗的保护 !”[28 ]欧洲华侨与欧洲人民在共

同反击法西斯的斗争中结下的友情 , 难能可贵。

四　欧洲华人船员与反法西斯战争

在二次大战中 , 还有数以万计在盟军的商船、军舰上工作的华人船员 , 冒着德军空中飞

机轰炸、水下潜艇攻击的危险 , 穿行于大洋之间 , 为盟军运送物资、弹药、兵员 , 甚至直接

参加对敌作战 , 有的船员因所服务的船只被德国炸沉而不幸被俘 , 受尽磨难。1946年 2月 ,

中国记者萧乾曾访问位于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 在登记室的卡片中 , 他看到了关于“华

籍俘虏”的材料 , 他们“大抵是由英、美沉船上抓走的海员。换言之 , 是欧洲战场的参加

者。”[29 ]华人船员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欧洲大陆沦陷之后 , 英国成为盟军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指挥中心所在。因英伦三岛本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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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短缺 , 穿越大西洋的海上运输就成为英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由于战时海上运输十分危

险 , 没有多少欧洲海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 , 因此 , 英国远洋公司以相当于战前华人

海员工资三倍的“高工资”为诱饵 , 从中国招募了大批海员到英国利物浦港集结待命 , 总数

多达两万人。[30 ]显然 , 华人海员已成为盟军海上运输的重要生力军。由于大批华人船员的到

来 , 30年代大危机后已逐渐衰落的利物浦唐人街 , 在二次大战后期再度兴盛起来。

当时 , 在穿越大西洋的油轮上工作 , 危险性最大 , 故而被称为“死亡之旅”。大战期间 ,

许多华人船员就在穿越于大西洋的油轮上工作。据不完全统计 , 整个大战期间 , 华人海员因

担任盟国海上运输而不幸遇难者 , 多达7000人以上。[31 ]

由于战时海员要冒着生命危险远航 , 因此 , 经过英国海员工会的据理力争 , 与英国政府

的航运部签定了若干特殊的海员生命保障及赔偿协约 , 明文规定为英国工作的各国海员除领

取每月工资外 , 还可享受如下待遇 : (1) 增发战时津贴每人每月 5英镑 ; (2) 如不幸遇船失

事 , 海员衣物损失每份至少赔偿 10英镑 ; (3) 海员如不幸遇难殉职 , 遗孀每年可领取 40 -

75英镑抚恤金 , 遗孤每人每周可领取赡养费 5先令。

这些规定 , 对于赔偿人最宝贵的生命而言 , 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 可是 , 即便此等补

偿 , 也仅适用于英、比、挪、荷、波等国海员。英国航运公司以华人海员的工资已经得到提

升为名 , 对华人海员的战时待遇另作规定 : 华人海员不能享受战时津贴 ; 如果船只遇险失

事 , 华人只能获得衣物赔偿费 6英镑 ; 华人船员如果不幸遇难殉职 , 只能获得一次性抚恤费

总计港币 1000元。换言之 , 华人海员所得衣物赔偿费只及欧籍海员的 3Π5 , 而抚恤费则甚至

不及欧籍海员遗属终生抚恤金中一年的数目。1940年 6月 , 英轮“皮鲁士”号被德国汽船

击沉 , 有 7名华人海员与数十名欧籍海员一同不幸遇难。善后待遇上的明显差别 , 引发了华

人海员的强烈不满。当时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和海员协会驻英公会代表广大华人海员向英方提

出平等待遇要求 , 经多方据理力争后 , 英方才勉强同意给华人海员每月发放 3英镑的战时津

贴。

1942年以后 , 随着中、苏、美、英等国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大大

加强了 , 而中国人民长期浴血奋战、在亚洲战场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实 , 也使中国的国

际地位得到提高。在此大背景下 , 世界各地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华侨要求享有平等待

遇的呼声大大提高。他们强烈抗议各国对华侨的歧视 , 尤其强烈抗议对于亲身参加同盟国反

法西斯战争的华人海员实施不平等待遇。

人民正义的呼声加之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共同需求 , 促使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和中国签订

条约与合同 , 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华侨和华人海员的政策。1942年夏 , 先是英国政府同中国

大使及华人海员代表共同订立了关于华人海员待遇的新合同 , 明文规定华人海员与英国海员

享受平等待遇 , 提高工资 , 缩减工时 , 并保障华人海员的正当权利。接着 , 荷兰也与中国订

立了改善在荷华人海员待遇的协定。1943年 , 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 罗斯福总统在致国

会咨文中指出 :“中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了⋯⋯⋯废除排华法案 , 我们便可以纠正历史的错

误 , 并堵塞住日本的歪曲宣传。”[32 ]美国政府的这一决策 , 进一步推动欧洲各国采取善待华

侨华人的政策。

华人海员的待遇得到改善后 , 更提高了华人海员工作的积极性 , 尤其在大战后期 , 有些

在盟军战舰上工作的华人船员 , 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 在关键时刻 , 还挺身而出 , 充当

舰上官兵的后援 , 赢得了英方有关当局的高度赞誉。英国战时运输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 华

人海员守纪律 , 责任心强 , 虽然知识水准较低 , 但他们有强烈的国家观念 , 生活适应能力也

65



较强。而且 , 当敌人飞机空袭当头之际 , 华人海员不是抛弃本职工作畏缩一隅 , 而是勇敢地

协助船上的炮兵射击敌机。该报告对华人海员在大战中的表现给与了高度评价。在众多参战

的华人海员中 , 齐瑞、国泰、叶模扬、刘阿玉等四人因勇敢称职 , 功劳卓著 , 还获得了英王

颁布的特别奖状。欧洲华人海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 , 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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